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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 ＳＯＭ⁃ＭＣＲ 模型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安　 睿，窦　 超，陆砚池，仝照民，王楠楠，刘艳芳，庞惠心，刘耀林∗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面向“绿色城市圈”发展理念，构建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 传统研

究采用的多指标叠加分析丢失了各因子蕴含的原始信息，仅可以识别同质化生态源地。 将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模型（ＳＯＭ）融
入“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框架，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组合划分生态功能区→识别多类型生态源地；综合自然因素与人类影响修

正生态阻力面，并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构建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 主要结论如下：武汉城市圈存在两类典型“高重

要⁃低敏感—高连通”的生态源地，包括 ９７５６ｋｍ２ 的粮食供给区（孝感市、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和 ６７９１ｋｍ２ 的固碳释氧区

（黄冈市东北和咸宁市东南），应作为生态安全核心区；低连通粮产源地分布于武汉市近郊与鄂州市，低连通碳汇源地分布在黄

石市东南，宜作为生态保护功能区；共识别 ３９ 条生态廊道，按照两端源地属性可划分为粮产连通轴、碳汇连通轴和跨类连通轴；

综合构建了“一环、三翼、多联通”的武汉城市圈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 该格局有机融入了生态功能区划理念，有助于城市圈

“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保护与修复策略。
关键词：生态安全格局；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多分类源地；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ＳＯＭ）；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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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强度土地开发等人类活动直接影响了地球表层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稳定性，引发了诸多生态

环境问题，如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等［１—３］。 人与自然的矛盾日趋加剧，直接危及区域生态安全、影响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４］。 对此，俞孔坚教授首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建立生态安全格局的理论和方法［５］，该方法综合

考虑了生态景观元素、空间位置和联系强度，逐渐成为维持区域物质流通和能量循环、保障生态系统健康和安

全的重要途径［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升到战略高度，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

会建设的全过程。 ２０２０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也强调“构建连续、
完整、系统的生态保护格局，优先确定国土保护空间” ［７］。 武汉城市圈积极响应国家总要求，提出“将经济协

同发展的武汉城市圈，扩展为生态协同发展的‘绿色城市圈’”目标。 因此，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需求，科学、合
理地构建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作用［８］。

“生态源地识别→生态阻力面设置→生态廊道提取”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本模式［９］。 其中，生态源

地是物种生存和扩散的起点，与周围环境发生复杂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１０］。 直接使用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等作为生态源地易受行政管制因素影响，易忽略潜在的生态重要区［２］。 一般而言，生态源地需要为人

类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抵抗环境变化带来的生态问题；维持自身景观过程和生态流的完整性［１１—１２］。
因此，已有研究常设定“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多维指标体系［２，１３］，采用多因素叠加分析和自然间断点分级

方法，将具有较高评价结果的斑块间接识别为生态源地。 生态阻力面反映了生态过程的空间障碍，根据土地

覆被分类赋值忽略了相似用地内部的阻力差异，因此研究者常综合自然因子（植被覆盖度、地形起伏度等）与
人口活动（不透水面指数、夜间灯光等）修正阻力面［１４—１５］。 生态廊道是物质和能量在源地间交互的最短通

路，常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 ［１６—１８］、电路理论［１９—２０］、蚁群模型［２１］ 等，其中 ＭＣＲ 模型能较好拟合不同

景观对生态流的阻力作用，是当前采用的主流方法。
虽然研究者常构建多维指标体系以准确识别生态源地，但传统的叠加分析掩盖了这些因子蕴含的原始信

息，仅能识别出同质化的生态源地［１３，２２］。 这存在三个潜在问题：①不同源地的主导生态系统服务存在差异，
忽略源地的类别特征可能误导政策实施；②源地是指标加权求和后综合最优的体现，单一指标的突出可能掩

盖其他指标的劣势，导致生态源地错判；③加权过程需要人为确定因子权重和分级标准，识别结果缺乏客观性

和可比性。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ＳＯＭ）算法识别多分类的生态源地［２３］。 ＳＯＭ 模型是一

种无监督的降维→聚类算法，其无监督特性可避免主观评价、赋权和分级过程，通过降维将评价因子蕴含的高

维信息映射到低维平面上，而后根据低维平面上的因子组合特征将研究单元划分至聚类簇［２４］。 该模型定量

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域差异性和相似性，可实现保留因子原始信息的生态分区过程［２５］。
综上所述，本文将 ＳＯＭ 模型融入 “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框架，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组合划分生态功能

区→识别多类型生态源地；继而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ＣＲ）提取生态廊道，结合两端源地属性对廊道分

类；由此构建了武汉城市圈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 相比于传统方法，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融合了生态功能

区划理念，着重考虑了不同区域提供各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及其组合特征［２６—２７］。 这对城市圈“因地制

７８４９　 ２２ 期 　 　 　 安睿　 等：耦合 ＳＯＭ⁃ＭＣＲ 模型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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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取相应的保护与修复策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１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武汉都市圈”又称“１＋８ 城市圈”（图 １），是由武汉市及其周边 １００ ｋｍ 半径内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
宁、仙桃、天门和潜江 ９ 市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十四五”以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武

汉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成为国家战略。 城市圈系统内要素、结构和功能的联系日益密切，成为

宏观格局、过程与决策的热点研究尺度［２８—２９］。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末，武汉城市圈以湖北省 １ ／ ３ 的土地面积（５．７８ 万

ｋｍ２）承载了超 ５０％的人口（３０９６ 万）和 ６０％的 ＧＤＰ（２．６３ 万亿元），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同时，面向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９ 市共同签署了《武汉城市圈城市生态环境合作协议书》，明确了从经

济协同转向生态协同（绿色城市圈）的发展目标。 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需求，科学、合理地

构建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作用［３０—３１］。

图 １　 武汉城市圈行政区划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了测绘、遥感、气象、土壤等多源数据，基准时点为 ２０２０ 年，基准分辨率为 ３０ ｍ。 具体数据来源

如下：土地利用数据（ＧＬＣ＿ＦＣＳ３０）来源于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数据共享服务系统（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ａｓｅａｒｔｈ．ｃｎ ／
ｓｄｏ ／ ｄｅｔａｉｌ ／ ５ｆｂｃ７９０４８１９ａｅｃ１ｅａ２ｄｄ７０６１）；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采用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提供的 ＧＤＥＭＶ２；气象数据（年均温度和降水）来源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ｍａ．
ｃｎ ／ ）；ＮＰＰ ／ ＶＩＩＲＳ 夜间灯光数据采集自科罗拉矿业大学学术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ｅｏ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ｓ．ｅｄｕ ／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ｌｉｇｈｔ ／
ａｎｎｕａｌ ／ ｖ２１ ／ ）， 年平均水分蒸散量数据来源于 ＮＡＳＡ 的 ８ 天合成 ＭＯＤ１６Ａ２ 数据产品（ 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ｄａａｃ．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ｍｏｄ１６ａ２ｖ０６１ ／ ）；土壤数据来源于世界土壤数据库 ＨＷＳ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ｓｏｉｌｓ⁃ｐｏｒｔａｌ ／ ）；归
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道路网络等）均由湖北省自然资源厅提供。

８８４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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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源地识别

２．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设计

生态源地是物种生存、扩散与维持的起点，应具备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较强的抗干扰能力［１２］。 因

此，本文首先计算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境质量、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粮食供给）、生态敏感性（水土流失敏

感性、地质灾害敏感性）共 ６ 项源地识别指标［２］，详细信息如表 １：

表 １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 ＆ 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目标层
Ｔａｒｇｅｔ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模型选择
Ｍｏｄｅｌ

定量方法（单位）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ｎｉｔ）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生境质量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生物多
样性模块

Ｑｘｊ ＝ Ｈｘｊ × １ －
Ｄ２
ｘｊ

Ｄｘｊ ＋ ｋ２[ ] 。 其中， Ｑｘｊ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 中栅格 ｘ 的

生境质量指数； Ｄｘｊ 为生境退化度，代表土地利用类型 ｊ 栅格 ｘ 的生境

退化程度； Ｈｘｊ为土地利用类型 ｊ中栅格 ｘ的生境适宜性指数； ｋ为半饱

和常数

［１６］

水源涵养 水量平衡方程

ＷＣＦ ＝ ＳＣ ／ ＷＹ ， ＳＣ ＝ Ｐ － Ｅ － ＳＲ ，ＷＹ ＝ Ｐ － Ｅ 。 其中，ＷＣＦ 为栅格水
源涵养量（ｍｍ）； ＳＣ 为实际蓄水量（ｍｍ）； ＷＹ 为产水量（ｍｍ）； Ｐ、Ｅ、
ＳＲ 分别为多年平均降水量（ｍｍ）、水分年均蒸散量（ｍｍ）和地表径流
量（ｍｍ）

［３２］

固碳释氧 ＣＡＳＡ 模型

ＰＮＰ（ｘ，ｔ） ＝ ＲＡＰＡ（ｘ，ｔ） × ε（ｘ，ｔ） 。 其中， ＰＮＰ（ｘ，ｔ） 为栅格 ｘ在植被在

ｔ 时段内的净初级生产力（ｇ ｍ－２月－１）； ＲＡＰＡ（ｘ，ｔ） 为栅格 ｘ植被在 ｔ时
段内所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ＭＪ ｍ－２月－１）； ε（ｘ，ｔ） 为栅格 ｘ 植被在 ｔ
时段内的光能转化率（ｇ ／ ＭＪ）

［３３］

粮食供给 空间插值法
按区域耕地栅格上年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在空间上分配区域年总粮
食产量（统计年鉴） ［９］

生态敏感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水土流失敏感性 ＲＵＳＬＥ 模型

Ａ ＝ Ｒ × Ｋ × Ｌ × Ｓ × Ｃ × Ｐ 。 其中， Ａ 为实际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ｔ
ｋｍ－２ａ－１）； Ｒ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ＭＪ ｍｍ ｋｍ－２ｈ－１ａ－１）； Ｋ 为土壤可蚀

性因子（ｔ ｈ ＭＪ－１ｍｍ－１）； Ｌ和 Ｓ分别为坡长和坡度因子； Ｐ为土壤保持
措施因子

［１８］

地质灾害敏感性
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
方程

Ｐ ＝ １
１ ＋ ｅ －（２．９７１×Ｒ＋２．９３７×Ｌ＋１．８２６×Ｓ－９．８２×Ｖ－２．２７８×Ｄ１＋０．７９３×Ｄ２＋５．０６８）

。 其

中， Ｐ 为地质灾害敏感性指数； Ｒ 为降水量（ｍｍ）； Ｌ 为坡长； Ｓ 为坡度
°( ) ； Ｖ 为植被覆盖度； Ｄ１ 为距河流的距离 ｍ( ) ； Ｄ２ 为距公路的距

离 ｍ( )

［１３］

２．１．２　 基于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的多分类生态源地识别

已有研究常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后分级的方法识别生态源地，存在分级标准不一致、丢失因子原始信息

的问题。 ＳＯＭ 算法可以将多维评价因子蕴含的信息映射至低维空间，根据特征组合将研究单元划分至各聚

类簇，实现保留因子原始信息的生态功能分区［２４，３４］。 因此，基于上步构建的“重要性—敏感性”指标框架，本
文应用 ＳＯＭ 模型将研究区划分为多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簇，将其中具备“高质量—低敏感”复合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聚类簇作为初判生态源地。
ＳＯＭ 模型的网络结构由输入层和竞争层（输出层）组成。 其中输入层神经元数为 ｎ ， ＸＰ（Ｐ ＝ １，２，…，

ｎ） ；竞争层是由 ｍ个神经元组成的一维或二维平面阵列（常用六边形网格表示），记为 Ａ ｊ（ ｊ ＝ １，２，…，ｍ） 。 输

入层与竞争层神经元是全连接的。 其迭代过程描述如下［２３，２５］：
①模型初始化。 模型随机抽取样本向量 ＸＰ 中部分数据作为训练集，并随机初始化竞争层内部各个神经

元的权重 Ｗ ｊ（ ｊ ＝ １，２，…，ｍ） ，经归一化处理得 Ｘ^Ｐ 和 Ｗ^ ｊ ，设置初始学习率 α（０） 、初始优胜邻域 Ｎ∗
ｊ （０） 及其半

径 η（０） 以及最大迭代次数 Ｔｍａｘ 。

９８４９　 ２２ 期 　 　 　 安睿　 等：耦合 ＳＯＭ⁃ＭＣＲ 模型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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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寻找获胜神经元。 在竞争层中比较样本向量 Ｘ^Ｐ 和权值向量 Ｗ^ ｊ 的相似度。 欧式距离越小，相似度越

大。 确定与 Ｘ^Ｐ 相似度最高的权值向量 Ｗ^ ｊ
∗ ，对应的获胜神经元记为 ｊ∗ 。

ｄ ｊ ＝ Ｘ^Ｐ － Ｗ^ ｊ ＝ 　
ｘ１ － ｗ ｊｉ( ) ２ ＋ ｘ２ － ｗ ｊ２( ) ２ ＋．．． ＋ ｘｋ － ｗ ｊｋ( ) ２

Ｘ^Ｐ － Ｗ^ ｊ∗ ＝ ｍｉｎ ｊ∈（１，２，…，ｍ） ｄ ｊ{ }

③定义优胜邻域并更新权值。 以获胜神经元 ｊ∗ 为中心，确定 ｔ 时刻的优胜邻域 Ｎ∗
ｊ （ ｔ） （邻域范围一般随

迭代过程衰减）；采用 Ｋｏｈｏｎｅｎ 规则更新该邻域内神经元权重 ｗ ｉ（ ｔ ＋ １） ＝ ｗ ｉ（ ｔ） ＋ η（ ｔ，Ｎ）（ｘ － ｗ ｉ（ ｔ）） ，其中

η（ ｔ，Ｎ） 为迭代次数 ｔ 和拓扑距离 Ｎ 的关系式，优胜邻域外的神经元权值不变。
④更新学习率和邻域函数，并重新对权值做归一化处理。 从第②步开始重复，当迭代次数 ｔ ＞ Ｔｍａｘ 或权值

趋于稳定时训练结束，输出聚类结果。

２．１．３　 考虑景观连通性的生态源地分级

生态源地斑块的连通性是指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整体性的关键因素之一［１０，１３］。 因此，考虑“连通性”特
征对初判生态源地进行分级是必要的。 相较于整体连通性指数（ＩＩＣ）的二元定义（１ 为连通，０ 为不连通），基于

斑块间距离构建的可能连通性指数 ＰＣ更具合理性；进一步计算斑块重要性指数 ｄＰＣｉ ，它通过比较移除 ｉ斑块前

后整个区域 ＰＣ 值的变化量来指征重要性，值越高表示该斑块对景观连通性的保持越重要。 公式如下：

Ｉｐｃ ＝
∑

ｎ

ｉ ＝ ０
∑

ｎ

ｊ ＝ ０
ａｉ × ａ ｊ × Ｐ∗

ｉｊ

Ａ２
Ｌ

ｄＰＣ ｉ ＝
Ｉｐｃ － Ｉｐｃ ｉｒｅｍｏｖｅ

Ｉｐｃ
× １００％

式中， Ｉｐｃ ∈［０，１］ 表示景观中所有斑块的整体连通性指数。 ｎ 表示斑块总数， ａｉ 和 ａ ｊ 分别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的
面积， ＡＬ 是研究区的总面积， Ｐ∗

ｉｊ 是物种在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之间扩散的概率； ｄＰＣ ｉ 代表斑块 ｉ 的重要性指数，
Ｉｐｃ ｉｒｅｍｏｖｅ 是去除 ｉ 斑块后的连通性指数。
２．２　 生态阻力面构建

生态过程（如物种迁徙）会受到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的阻碍，生态阻力面可以有效反映近地表的水平阻

力［１］。 采用专家打分法初步设置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基本阻力系数：林地 １，水田 ２０，旱地、草地 ３０，水体 ５０，
城镇建设用地 ５００，其他用地 ４００。 为体现同一用地类型内部差异，综合考虑地形起伏度（自然阻力）和夜间

灯光指数（人类影响）对基本阻力面进行修正，具体如下式所示［１２—１３］：

Ｒ ｉ ＝ Ｒ０ × （０．５ ×
Ｒ ｉ

Ｒａ

＋ ０．５ ×
ＮＬｉ

ＮＬａ
）

式中， ＮＬｉ 为栅格 ｉ的夜间灯光指数； ＮＬａ 为栅格 ｉ对应的景观类型 ａ的平均灯光指数； Ｒ为基于景观类型赋值

的栅格 ｉ 的基本阻力系数。
２．３　 生态廊道提取

生态廊道是源地间能量和物质流动的载体，是保持区域间生态过程连通性、完整性的关键组分［２］。 采用

最小累积阻力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ＣＲ）模型综合考虑源、距离和景观介面三种因素，计算物种

在不同源地间运动需要耗费的代价，选取最小累积阻力路径作为生态廊道。 本文拟根据廊道两端源地的类

型，对廊道实施分类管控。

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式中，ＭＣＲ 为最小累积阻力值； Ｄｉｊ 为物种从源地 ｊ到景观单元 ｉ的空间距离； Ｒ ｉ 为景观单元 ｉ对物种运动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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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数； ｆｍｉｎ 表示最小累积阻力与生态过程的正相关关系。

３　 结果与分析

图 ２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 ＆ 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的单因子评价结果，采用自然间断点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

高五级（图 ２）。 其中生境质量、水源涵养和固碳释氧功能高值区主要位于黄冈市北部、咸宁市和黄石市东南

部等地。 其中，黄石市位于大别山南麓，咸宁市和黄石市地处幕阜山北麓，区域内山地和丘陵地貌占比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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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影响小且植被覆盖度高。 粮食生产功能高值区主要位于孝感市南部、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这些

区域地处江汉平原、土地肥沃，是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３１］。
水土流失高风险区多沿境内主要河流、湖泊延伸，在大型建成区周边集聚分布，长江、汉江及梁子湖等大

型河湖水岸的城市建成区应予以关注。 地质灾害高风险区主要出现在各城市建成区及东部山地丘陵区，建成

区缺乏植被覆盖、山地坡长坡度较大是重要成因。
３．２　 基于 ＳＯＭ 与景观连通性的生态源地初步识别及修正

３．２．１　 基于 ＳＯＭ 的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聚类

将上述 ６ 维度评价因子输入 ＳＯＭ 模型，设置竞争层维度为 １０×１０，初始学习率为 ２，应用 ＭｉｎｉＳｏｍ 程序包

运行，迭代在 １５００ 次后趋于稳定；模型输出 １００ 维的权重数组，每一数组包含 ６ 个因子值，进一步使用 Ｋ⁃
ｍｅａｎｓ 聚类，最小的 Ｄａｖｉｓ－Ｂｏｕｌｄｉｎ 指数对应的聚类数为 ５［３４］。 由此，研究区被划分为 ５ 类典型的“重要性—
敏感性”组合簇（图 ３）。 根据簇内多维因子的权重组合命名，簇 １：高生境低敏感粮食供给区；簇 ２：高生境高

敏感粮食供给区；簇 ３：灾害敏感区；簇 ４：高生境低敏感固碳释氧区；簇 ５：低生境低敏感粮食供给区。

图 ３　 各“重要性⁃敏感性”聚类簇权重组合

Ｆｉｇ．３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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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２ 和图 ４ 所示，簇 １ 集中分布在孝感市、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占区域总面积均超过 ５０％），这些

区域地面平坦、受人类活动影响少、生境质量较好且具备一定的碳汇能力，适宜大范围连片的种植业生产。 簇

２ 零散分布在武汉市周边，以及鄂州市、黄冈市的长江沿岸，这些地区生境质量较好，承担一定的粮食生产功

能，但临近城际道路、易发地质灾害。 簇 ３ 集中分布在各城市的建成区周边，武汉市占比最高（１６．８８％），区域

开发程度高、植被覆盖度低，易发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１０］。 簇 ４ 集中分布在黄冈市 （４０． ４８％）、黄石市

（３１．９９％）和咸宁市（５１．２４％），区内生境质量高、具有良好的水源涵养和固碳能力。 簇 ５ 主要分布在孝感市、
黄冈市和咸宁市的山间带，这些零散耕地坡度较大，生境质量和水源涵养能力均较差。

表 ２　 各“重要性—敏感性”聚类簇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ａｃｈ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

行政区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低敏感粮食供给区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高敏感粮食供给区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灾害敏感区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低敏感固碳释氧区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低生境粮食供给区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武汉市 ２８２６ ４０．１１ １３９３ １９．７７ １１８９ １６．８８ ４５５ ６．４６ １１８２ １６．７７
黄石市 ８２４ ２０．１８ ６５１ １５．９５ ５４４ １３．３２ １３０７ ３１．９９ ７５８ １８．５７
鄂州市 ５３７ ３９．７９ ３４４ ２５．５０ １９４ １４．４０ ７６ ５．５９ １９９ １４．７２
孝感市 ４７４７ ５５．６０ ４１３ ４．８４ ３１０ ３．６３ １２２７ １４．３８ １８４１ ２１．５６
黄冈市 ２８９８ １７．５８ １５８３ ９．６０ １３７１ ８．３１ ６６７５ ４０．４８ ３９６２ ２４．０３
咸宁市 １２０１ １３．２３ ９３９ １０．３５ ６４４ ７．１０ ４６５０ ５１．２４ １６４１ １８．０８
仙桃市 １７５４ ７２．２２ ４１４ １７．０４ ５７ ２．３３ ２ ０．０８ ２０２ ８．３３
天门市 ２１６５ ８４．６６ ６５ ２．５４ ３５ １．３７ ４ ０．１５ ２８８ １１．２８
潜江市 １６８７ ８６．６２ ７４ ３．８１ ３６ １．８５ ３ ０．１７ １４７ ７．５４
城市圈 １８６４０ ３４．８３ ５８７７ １０．９８ ４３８０ ８．１８ １４３９９ ２６．９１ １０２２０ １９．１０

图 ４　 各“重要性⁃敏感性”聚类簇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ＯＭ： 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 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３．２．２　 考虑景观连通性的生态源地分级

簇 １ 和簇 ４ 均具备高生境质量和低生态敏感性，分
别承担了粮食生产功能和固碳释氧功能，因此我们提取

出这两类生态簇分别作为Ⅰ、Ⅱ类生态源地（图 ５）。 以

５０ ｋｍ２ 为阈值过滤细碎图斑后，我们计算了斑块重要

性指数 ｄＰＣ，以 １、３ 为间断值，划分出低、中、高连通性

的生态源地［１３］。 如表 ３ 和图 ５ 所示，武汉城市圈源地

总面积为 ２２５３９ ｋｍ２，空间分布不均（四周多、中心少）。
其中高连通的Ⅰ类源地面积占 ４３．２９％，连片分布在孝

感市、天门市、仙桃市和潜江市；高连通的Ⅱ类源地占

３０．１３％，集中分布在黄冈市东北和咸宁市东南部。 由

于源地和建设用地冲突强烈，部分区域生境相对破碎。
武汉市、鄂州市以低连通Ⅰ类源地为主（超过 ６０％），黄
石市以低连通Ⅱ类源地为主（６８．０２％）。

至此，我们成功将 ＳＯＭ 模型融入“重要性⁃敏感性⁃
连通性”框架，识别出两类“高重要、低敏感和高连通”
的生态源地，可作为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
３．３　 耦合 ＭＣＲ 的生态廊道识别及多特征生态安全格

局构建

３．３．１　 生态阻力面构建

依据地类赋值的基本阻力面，各城市建成区阻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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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黄冈市北部、黄石市和咸宁市东南部林区阻力值最低；其他区域以水田为主，导致孝感市、天门市等大范围

区域阻力值均为 ２０。 修正后的生态阻力面融合了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武汉市—鄂州市呈团簇状阻

力高值区，孝感、天门等市相同地类内部出现明显的阻力差异，可为生态廊道识别提供有效支撑［１５］（图 ６）。

表 ３　 考虑连通性分级的“高重要⁃低敏感”生态源地面积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ｒｅ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行政区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Ⅰ类源地（低敏感粮食供给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ｌａｓｓ Ｉ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Ⅱ类源地（低敏感固碳释氧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ｌａｓｓ Ⅱ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低连通 高联通 低连通 中连通 高联通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源地面
积汇总
Ａｒｅ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ｋｍ２

武汉市 １１７１ ６２．９７ ５４９ ２９．５１ １４０ ７．５２ １８５９

黄石市 ３３７ ３１．９８ ７１６ ６８．０２ １０５２

鄂州市 ２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３６

孝感市 ２２ ０．４６ ４１７８ ８６．５４ ６２８ １３．００ ４８２８

黄冈市 ９５２ １７．３５ ６８９ １２．５６ ３３８ ６．１６ ３５０９ ６３．９４ ５４８８

咸宁市 １６１ ４．３７ ２５１ ６．８０ ３２８２ ８８．８３ ３６９５

仙桃市 １６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４８

天门市 ２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１

潜江市 ３５１ ２１．７８ １２６０ ７８．２２ １６１１

城市圈 ３２３０ １４．３３ ９７５６ ４３．２９ ２４２３ １０．７５ ３３８ １．５０ ６７９１ ３０．１３ ２２５３９

图 ５　 考虑连通性分级的“高重要⁃低敏感”生态源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３．２　 生态廊道提取与分类

向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ａｐｐｅｒ 工具箱中输入多类型生态源地和阻力面，识别出 ３９ 条生态廊道（图 ７），长度介于

１．０６—１０４．９５ ｋｍ 之间，共计 １０４７．６８ ｋｍ。 集中分布在①武汉—孝感—黄冈市交界处；②鄂州—黄冈—黄石市

交界处。 如表 ４ 和图 ７ 所示，将廊道与两端源地类型关联起来，可将廊道划分为三类：①Ⅰ类廊道两端均为粮

产源地，主要出现在武汉市郊区（１２ 条）和鄂州市（６ 条），供给耕地间的生态流动；②Ⅱ类廊道两端均为碳汇

源地，主要出现在黄冈市西北部（６ 条）、孝感市北部（６ 条）和黄石市东部（１５ 条），以短距离廊道为主（平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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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基本阻力面和修正阻力面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度低于 １５ ｋｍ）；③Ⅰ—Ⅱ类廊道两端分别为粮产和碳汇源地，主要连接了黄冈市西北部林地—武汉市北郊耕

地，黄冈市东南部林地—鄂州市耕地，以及咸宁市林地—武汉市南郊耕地。
进一步可视化廊道宽度（承载生态流的能力），提取出累积电阻小于 １００００ 的栅格（图 ７），红色越深代表

累积阻力值越低，对应的生态流潜力越高［２０］。 咸宁市—仙桃市的潜力廊道最宽，武汉市与鄂州市交界的梁子

湖区同样提供了高潜力廊道。 但是，鄂州市—黄冈市的潜力廊道宽度较小，容易成为断点。

表 ４　 生态廊道长度、数量分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行政区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Ⅰ类廊道（粮产廊道）
Ｃｌａｓｓ Ⅰ（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ｒｅａｓ）

Ⅱ类廊道（碳汇廊道）
Ｃｌａｓｓ Ⅱ（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Ⅰ—Ⅱ类廊道（跨类廊道）
Ｃｌａｓｓ Ⅰ—Ⅱ（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廊道长度汇总
Ｌｅｎｇｔｈ ｓｕｍｍａｒｙ

数量 长度 ／ ｋｍ 数量 长度 ／ ｋｍ 数量 长度 ／ ｋｍ 数量 长度 ／ ｋｍ
武汉市 １２ ８７．６５ ２ ４４．２０ １４ １３１．８５

黄石市 １５ １４９．４４ ２ ２３．６７ １７ １７３．１１

鄂州市 ６ ９０．４７ １ ４６．６９ ７ １３７．１６

孝感市 ６ ７４．９６ １ １５．０２ ７ ８９．９８

黄冈市 ４ ７１．３７ ６ １０７．６２ ９ １８０．８７ １９ ３５９．８５

咸宁市 １ ２０．３４ ９ ５３．４０ ２ ８１．９９ １２ １５５．７３

３．３．３　 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

如图 ８，综合考虑源地、廊道类型，构建了 “一环、三翼、多连通”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 。 “一环”为环武汉

粮产连通轴，沟通新洲区、梁子湖等武汉外城区粮产源地；“三翼”包括城市圈西部的江汉平原粮产核心区、北
部的大别山碳汇核心区以及南部的幕阜山碳汇核心区；“多连通”主要包含三部分，①城市圈西北部：木兰

山—天台山碳汇连通轴连接江汉平原与大别山“两翼”，通过跨类连通轴接入“一环”；②城市圈东南部：大别

山碳汇核心区通过跨类连通轴连接梁子湖、武穴市粮产功能区，途径凤凰山⁃龙凤山碳汇连通轴进入幕阜山核

心区；③城市圈中南部：幕阜山核心区通过跨类连通轴接入“一环”，接入江汉平原核心区。

４　 讨论

当前，武汉城市圈既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又是“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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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分类生态廊道空间分布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ＭＣＲ：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排头兵。 因此，科学、合理地构建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源地

识别是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 如图 ９ 所示，传统研究常综合“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体系，采用多因素

叠加分析和自然间断点分级方法，将评价结果的高值区设定为生态源地［９，１３］。 但是，这一操作只是一种综合

最优的体现，它忽略了指标层各因子蕴含的原始信息，仅能识别均质化的生态源地［１２，１８］。 例如（图 ４），“低敏

感粮食供给区”和“低敏感固碳释氧区”均具备“高重要⁃低敏感”特征，传统方法会将它们视为同类生态源地，
这忽略了用地的主导功能，易误导政策实施。 此外，综合评价方法掩盖了多维因子间组合特征，易导致生态源

地错判。 例如，“高敏感粮食供给区”可能因为粮食供给功能的突出掩盖了 “高敏感”特征，实际上并不适于

作为生态源地。
因此，本文从“重要性—敏感性”指标层因子（３０ ｍ 精度栅格）出发，引入 ＳＯＭ 模型将叠加分析调整为聚

类过程［２３，２５］。 根据各聚类簇中多维因子的权重组合，将研究区划分为 ５ 类典型的生态系统服务簇，将其中具

备“高重要⁃低敏感”特征的两类簇作为初判生态源地：包括 １２９８６ ｋｍ２ 的粮食供给区和 ９５５２ ｋｍ２ 的固碳释氧

区。 转换为图斑单元，计算 ｄＰＣ 指数对“连通性”分级，获得高连通的粮产源地共 ９７５６ ｋｍ２，集中分布在孝感

市、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区内地面平坦、适宜种植业生产，应作为粮产核心区。 高连通的碳汇源地共

６７９１ ｋｍ２，集中分布在黄冈市东北和咸宁市东南，区内植被覆盖度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优良，宜作为碳汇核

心区。 此外，低连通的粮产源地分布于武汉市郊区与鄂州市，低连通的碳汇源地分布在黄石市东南，这些地区

自身具备一定的生境质量和抗干扰能力，经由廊道连通可为生态过程提供支撑，宜作为生态保护功能区。 进

一步应用 ＭＣＲ 模型识别不同源地间最小成本路径作为生态廊道［１１—１２］，根据廊道两端连接的源地类型，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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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划分为粮产连通轴、碳汇连通轴和跨类连通轴。

图 ８　 武汉城市圈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

Ｆｉｇ．８　 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图 ９　 传统 ／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思路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总体上，本文有机耦合了 ＳＯＭ⁃ＭＣＲ 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生态功能分区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建构框

架，这为分区管控、精准施策提供可能［３５—３６］。 以武汉城市圈“一环、三翼、多联通”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为

例。 其中，①“一环”为环武汉粮产连通轴，链接新洲区、梁子湖等武汉外城区⁃鄂州市粮产功能区。 在粮食生

产的同时，应依托周边湖泊、湿地等生态要素，加强生态培育形成环城绿带，搭建城市圈中部的生态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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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三翼”为“一环”外围呈三角形的江汉平原粮产核心区、大别山碳汇核心区以及幕阜山碳汇核心区。 碳汇

核心区与《武汉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的“两带”框架一致［３１］，应着力加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

区和森林公园建设，严控开发性活动的形式、强度、规模和范围，构筑生态安全屏障；新增了江汉平原粮产核心

区，应依托有利地形，发挥集中连片的规模优势，同时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休耕轮作、有机肥等节地行

为；③“多连通”包含两层结构：城市圈外围大型碳汇核心区通过碳汇连通轴连接其他小型碳汇功能区，而后

通过跨类连通轴接入“一环”。 碳汇连通轴应设置廊道缓冲带，执行大规模造林工程，增加斑块间物种扩散和

迁移概率，提高生态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跨类连通轴相对较长、容易断裂，串联廊道途径的山体、湖泊、湿地等

众多生态要素十分必要。

５　 结论

陆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本文以武汉城市圈为例，依据“重要性⁃敏感

性⁃连通性”指标框架，融入 ＳＯＭ 模型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组合划分生态功能区→识别具有多级“连通性”的多

类型“高重要⁃低敏感”生态源地；而后应用 ＭＣＲ 模型识别源地间最小成本路径，结合两端源地属性对廊道分

类；据此构建了“一环、三翼、多联通”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 该格局有机融入了生态功能区划理念，有助于

城市圈“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保护与修复策略。 后续研究可综合网络模型评价廊道、节点的重要性，或延长

研究时段讨论生态安全格局的时空变化特征。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彭建， 赵会娟， 刘焱序， 吴健生．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７， ３６（３）： ４０７⁃４１９．

［ ２ ］ 　 杨凯， 曹银贵， 冯喆， 耿冰瑾， 冯漪， 王舒菲．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进展．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１， ３７

（５）： ５５５⁃５６５．

［ ３ ］ 　 易浪， 孙颖， 尹少华， 魏晓．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概念、框架与展望．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１（４）： ８４５⁃８５６．

［ ４ ］ 　 Ｍａ Ｌ Ｂ， Ｂｏ Ｊ， Ｌｉ Ｘ Ｙ， Ｆａｎｇ Ｆ， Ｃｈｅｎｇ Ｗ Ｊ．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ｋｅ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ｌ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Ｓｈｕｌ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７４： ４２４⁃４３８．

［ ５ ］ 　 Ｙｕ Ｋ Ｊ．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６， ３６（１）： １⁃１７．

［ ６ ］ 　 韦家怡， 李铖， 吴志峰， 张莉， 吉冬青， 程炯．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格局及重要生态廊道识别． 生态环境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１（４）： ６５２⁃６６２．

［ ７ ］ 　 闫玉玉， 孙彦伟， 刘敏．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上海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与修复策略．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３（ １２）：

３３６９⁃３３７８．

［ ８ ］ 　 黄烈佳， 杨鹏． 基于机器学习的武汉城市圈土地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与优化策略．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６（７）： ８６２⁃８６９．

［ ９ ］ 　 彭建， 李慧蕾， 刘焱序， 胡熠娜， 杨旸． 雄安新区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与优化策略．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８， ７３（４）： ７０１⁃７１０．

［１０］ 　 吴健生， 张理卿， 彭建， 冯喆， 刘洪萌， 赫胜彬． 深圳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源地综合识别．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１３）： ４１２５⁃４１３３．

［１１］ 　 Ｊｉｎ Ｘ Ｘ， Ｗｅｉ Ｌ Ｙ， Ｗａｎｇ Ｙ， Ｌｕ Ｙ 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Ｆｅｎｇｘ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２１， ２３（１）： ５６３⁃５９０．

［１２］ 　 马雨欣， 杨琅， 李泞吕， 熊在秋， 吴学灿， 段禾祥， 张惠芳， 张志明．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系统脆弱性的临沧市生态安全格局

构建． 云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２， ４４（５）： １０９０⁃１１００．

［１３］ 　 陈昕， 彭建， 刘焱序， 杨旸， 李贵才． 基于“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框架的云浮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７， ３６（３）： ４７１⁃４８４．

［１４］ 　 Ｇｕｏ Ｒ， Ｗｕ Ｔ， Ｌｉｕ Ｍ Ｒ， Ｈｕａｎｇ Ｍ Ｓ， Ｓｔｅｎｄａｒｄｏ Ｌ， Ｚｈａｎｇ Ｙ 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ｂｉ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９， １６（７）： １１９０．

［１５］ 　 屠越， 刘敏， 高婵婵， 孙彦伟， 蔡超琳， 苏玲． 大都市区生态源地识别体系构建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诊断．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２

（１７）： ７０５６⁃７０６７．

［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Ｙ Ｚ， Ｊｉａｎｇ Ｚ Ｙ， Ｌｉ Ｙ Ｙ， Ｙａｎｇ Ｚ Ｇ， Ｗａｎｇ Ｘ Ｈ， Ｌｉ Ｘ Ｂ．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ｓｔｓ， ２０２１， １２（７）： ８４７．

［１７］ 　 冯碧鸥， 岳文泽， 夏皓轩． 生态安全格局视角下的生态保护红线评估———以浙江省为例．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３（９）： ２４６６⁃２４７４．

［１８］ 　 Ｃｈｅｎ Ｊ， Ｗａｎｇ Ｓ Ｓ， Ｚｏｕ Ｙ 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８９４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２２， １３６： １０８６８８．

［１９］ 　 Ｐｅｎｇ Ｊ， Ｙａｎｇ Ｙ， Ｌｉｕ Ｙ Ｘ， Ｈｕ Ｙ Ｎ， Ｄｕ Ｙ Ｙ， Ｍｅｅｒｓｍａｎｓ Ｊ， Ｑｉｕ Ｓ Ｊ．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６４４： ７８１⁃７９０．

［２０］ 　 周璟， 王宏卫， 谈波， 马晨， 王晓琴， 代芯妍． 开都河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生态修复分区识别．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２ （ ２４）：

１０１２７⁃１０１３７．

［２１］ 　 杨沁瑜， 张尧， 刘家福． 基于蚁群模型的吉林西部土地利用安全格局情景模拟研究．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９（２）： ９７⁃１０３．

［２２］ 　 Ｐｅｎｇ Ｊ， Ｐａｎ Ｙ Ｊ， Ｌｉｕ Ｙ Ｘ， Ｚｈａｏ Ｈ Ｊ， Ｗａｎｇ Ｙ Ｌ．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ａ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８， ７１： １１０⁃１２４．

［２３］ 　 许明杰， 牛瑞卿， 杨柯， 段四壮． 一种土地生态敏感性评估的加权聚类方法． 测绘科学， ２０２１， ４６（１０）： １１８⁃１２９， １４４．

［２４］ 　 赵哲， 吕楠， 姜翠梅． 基于 ＳＯＭ 神经网络的秦岭北麓保护区域村庄分类与发展策略．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１⁃８．

［２５］ 　 蔡博峰， 穆彬， 方皓， 崔艳． 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生态敏感性分区———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 中国环境科学， ２００８， ２８（４）： ３７５⁃３７９．

［２６］ 　 黄心怡， 赵小敏， 郭熙， 江叶枫， 赖夏华．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敏感性的自然生态空间管制分区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３）：

１０６５⁃１０７６．

［２７］ 　 王姣姣． 基于生态功能重要性与敏感性评价的生态功能分区研究———以榆中县为例［Ｄ］．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２０２２．

［２８］ 　 张宇硕， 吴殿廷， 吕晓． 土地利用 ／ 覆盖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空间尺度视角的研究综述．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５（ ５）：

１１７２⁃１１８９．

［２９］ 　 王凯平， 冯悦， 邱陈澜， 王欣言， 马嘉， 张云路． 环京津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２（ １９）：

７８７１⁃７８８３．

［３０］ 　 赵育恒， 曾晨． 武汉城市圈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分析及影响因素．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４）： １４２６⁃１４４０．

［３１］ 　 周星宇， 郑段雅． 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评价研究． 城市规划， ２０１８， ４２（１２）： １３２⁃１４０．

［３２］ 　 毛诚瑞， 代力民， 齐麟， 王炎， 周旺明， 周莉， 于大炮， 赵福强．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辽宁省辽河流域为

例． 生态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０（１８）： ６４８６⁃６４９４．

［３３］ 　 张紫怡， 刘艳芳， 张扬， 刘耀林， 陆砚池， 任其然．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权衡对影响因子的空间响应———以福建省生态功能区为例． 武汉大

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２０２２， ４７（１）： １１１⁃１２５．

［３４］ 　 伊璇， 周丰， 王心宇， 杨永辉， 郭怀成． 基于 ＳＯＭ 的流域分类和无资料区径流模拟．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４， ３３（８）： １１０９⁃１１１６．

［３５］ 　 崔宁， 于恩逸， 李爽， 唐明方， 吴钢． 基于生态系统敏感性与生态功能重要性的高原湖泊分区保护研究———以达里湖流域为例． 生态学

报， ２０２１， ４１（３）： ９４９⁃９５８．

［３６］ 　 顾思浩．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簇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国土空间功能分区优化研究———以古交市为例［Ｄ］．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 ２０２２．

９９４９　 ２２ 期 　 　 　 安睿　 等：耦合 ＳＯＭ⁃ＭＣＲ 模型的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